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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的符号学范式、流派及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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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国内对于传播研究的学派、范式的讨论非常多，而且受北美大众传播学研究的影响较深，但大多

讨论将理论范式与学派的应然指向和实然统而论之。若回到理论分类或从分节的基础层面看，作为意义维度

的传播符号学研究与信息论、控制论主导的过程性科学路径形成了有效互补，而且它为技术飞速发展背景下

信息过剩与意义缺失的悖论提供了更具潜力的人文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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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学学科建制始于新闻学，而新闻教育是从
美国著名报人沃尔特·威廉姆斯开始的。１９０５
年，Ｗ．Ｇ．布莱尔（Ｗｉｌｌａｒｄ　Ｇ．Ｂｌｅｙｅｒ）在威斯康星大
学开设了为期一年的新闻学课程。１９０８年，布莱
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新闻学院———密苏里新闻
学院。符号学的学科发展得益于语言学，１９０７～
１９１１年，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讲授的“普通语言
学”课程中提出，语言学应当归属于一门范围更大
的学科———符号学（他称之为ｓ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ｅ）。符号
学的另一理论源头是理论家皮尔斯在１９０３～１９０５
年写作的大量手稿，这些手稿初步构成了他的符号
学（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体系。
虽然符号学与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源流各

异，但两者的学理性及其内在对象却具有极强的关
联性。有学者甚至认为，从某些方面上说传播学研
究与符号学研究属于同义语。法国学者皮埃尔·
吉罗（Ｐｉｅｒｒｅ　Ｇｕｉｒａｕｄ）的《符号学概论》几乎将符号
学与传播学视作同一对象。而更多的情况是，符号

学者与传播学者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将两者视为种

属学科的包含关系，如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辟
专章研究“传播的符号”。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符号
学大于并应该包含传播学。法国学者库尔泰
（Ｙｕｓｕｆ　Ｃｏｕｒｔｅｓ）认为，符号学的目的在于发掘意
义，这首先意味着它不能被压缩为对于传播学的描
述。符号学在包括传播学的同时还应该能阐述更
一般的过程，即意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过程。无论上
述哪种立场，都暗示着传播学与符号学具有非常强
的内在关联性。本文试图从“学派”与“元理论”两
个维度考察传播学的研究路径，并为符号学与传播
学的关系提供一个相对清晰的定位。

一、理论与学派：经验世界的方法建构

（一）“分节”构建的经验世界
学界普遍认为，分类学（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ｅｓ）并不直接

提供经验世界的解释，但实际上，它通过世界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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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维度来构建我们所知的全部经验世界———意义
世界因此得以澄明。符号学将对事物指称的分类
称为“分节”，分节是多重的，多重的分节指示着世
界的多维度性。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依赖概念，而概
念只是人们自身有限认知的归纳，是具体生活需要
的反映。被概念片段建构的经验世界实际上延绵
不绝，从未断裂，但分节在提供某种世界面相时，往
往造成对其他关照维度的遮蔽，对延绵不断之世界
的片面化处置和割裂。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主导的现代化以来，社

会分工的快速发展驱动了学科专业的高度细分。
这种分节令学者们更易于成为“专科医生”而难以
处理“全科”问题。事实上，学科间从来都充满了渗
透与相互跨界的张力。斯宾诺莎（Ｂａｒｕｃｈ　Ｓｐｉｎｏ－
ｚａ）用几何规律研究伦理学、斯宾塞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用生物有机体看待社会，备受争议的“迷
米学”（ｍｅｍｅ）是道金斯（Ｄａｗｋｉｎｓ）及其追随者们
将“自私的生物基因”借用到了对文化和社会的解
读上。回到对混沌世界的整体观，才不至于用一种
方法、认知去遮蔽其他，给更多世界认知留下探索
的可能性。
对于具体的门类学科而言，分节变化往往带来

理论范式和维度的转进。不同的分节方式意味着
不同的参照坐标，每一个新的坐标都具有重构整个
世界认知维度的潜力。达尔文（Ｄａｒｗｉｎ）以演化之
维、弗洛伊德（Ｆｒｅｕｄ）以力比多之维、卡西尔（Ｃａｓ－
ｓｉｒｅｒ）则以符号使用之维重构了那个我们原以为只
是“两脚无毛直立行走”的动物。每种理论范式提
供的都是关照世界的独特维度，新知正是从这些一
度被卷曲的维度中敞开与澄明的。这种敞开既是
人类主体性与生存价值的自我确证，也是人文科学
永不停息的目标。不过，每一次敞开也不得不是另
一次遮蔽。因此，范式的探索必定是历时性而无终
点的旅程。

（二）理论、范式与学派
“理论”是人们在某一活动领域联系实际推演

出来的概念或原理，是假设的一系列事实、原理。
它是对事实的推测、演绎、抽象或综合得出的评价、
看法及程式。根据雷蒙德·威廉斯（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ｎｓ）的考证，理论（ｔｈｅｏｒｙ）一词本身意指经历
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其最早的英文形式就是ｔｈｅｏ－
ｒｉｑｕｅｓ，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希腊词源ｔｈｅａ。到１７
世纪，其意涵已相当广泛，包括景象（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ｒ
ｓｉｇｈｔ）、冥 想 中 所 浮 现 的 景 象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ｄ

ｓｉｇｈｔ）、（思想的）体系、用以解释的体系。第四种
意涵在１８世纪得到了较大发展，并使理论与实践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产生了更大的区别。而第三种意涵仍然
被使用并使理论的概念具有“信念”的意涵，在人文
科学领域，“信念”是一种支持理论研究的内在力
量，这也导致学界经常将“理论范式”与学派相混
用。［１］（Ｐ．４８８）

一般而言，理论是一种客观规划，是人们经由
实践概括出来的知识系统结论（《现代汉语词典》）。
因此，理论具有系统性，并需要一定的假设和方法。
我们说某一种理论的时候，强调的是该理论与其他
理论的区别。一是有效范畴的区别，如经典物理学
不解决微观层面及宏观层面的问题；二是范式的区
别，范式是某个具体的理论系统。

“范式”对应的英文ｐａｒａｄｉｇｍ源于希腊文。托
马斯·库恩（Ｋｕｈ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ａｍｕａｌ）于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使用了范式（ｐａｒａ－
ｄｉｇｍ）这一概念。在他看来，范式是一个共同体成
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或者说，范
式是存在于某一科学论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

立场。不同的范式规定着各自领域内什么应该被
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被提出、如何对问题进行质疑
以及解释答案所遵循的规则等。它能够将存在于
科学中的不同范例、理论、方法和工具加以归纳、定
义并相互联系起来。作为科学范畴的“范式”不是
能够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个别命题的集合，而是由
许多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命题和原理组成的系统
整体，库恩将科学共同体的体系理解成“范式”。［２］

“学派”与理论范式有所不同，理论范式指向应
然的逻辑归纳，而学派的意义则包含了历史因素和
偶然性。学派的形成史源远流长，派别形形色色，
数不胜数。陈吉生对学派一词的源流与本意做了
很好的总结。他指出，现代英文“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现代
含义包括经院哲学家、学究、学生）由希腊文“ｓｋ－
ｈｏｌｅ”（讲学场所＝学校）→希腊文“ｓｋｈｏｌａｚｅｉｎｅ”
（学习）→希腊文“ｓｋｈｏｌａｓｔｉｋｏｓ”（好学的、博学
的）→拉丁文“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ｕｓ”（好学的、博学的）演变
而来。古希腊最负盛名的“柏拉图学院”（由此形成
了“柏拉图学派”，又称“学院派”）、“路凯恩学校”
（公元前３３５～３２３年，雅典城外亚里斯多德任教的
学校）、“莱森学院”（亚里斯多德派讲学的学院）等
等中的“学院”大多以拉丁文“ｌｙｃｅｕｍ”（学院，讲学
场所、学术讲演场所）表示，它在当时与拉丁文的
“ｓｃｈｏｌａ”（讲学场所）的含义大同小异。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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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就描述了一
种学派主张繁荣而自由的时代。在中国古代，学派
特别讲究师承关系，《辞海》“学派”词条的解释为
“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
因师承传授导致门人弟子同治一门学问，形成“师
承性学派”。因以某一地域、国家、民族，或某一文
明、某一社会、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具有
特色的学术传统的一些学术群体，同样可以称为
“学派”，或曰“地域性学派”（包括院校性学派）、“问
题性学派”。［３］由此，学派的形成大致可以归于三种
因缘，即师承、地域、问题。相应地，学派也可依此
标准分为三类，即“师承性学派”“地域性学派”和
“问题性学派”。许多学派往往兼具这三种因缘。
综上所述，理论首先是一个泛指的概念，而“理

论范式”是特指具有共同理论要素或信仰的研究。
作为学术身份的“范式”必须被进一步界定，范式作
为一种学科理论所遵循的信条，必须具有内在逻辑
自洽性。在同一范式内部，理论应当具有普遍有效
性。“学派”是对于师承、地域、问题等非学理性问
题的描述。哈维认为，一个学派所必须具有的四个
条件是：（１）一个提供思想领导的中心人物；（２）一
个学术的和地理的位置；（３）财政支持；（４）传播其
工作的手段。［４］（Ｐ．１４１）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例，首先是
提供思想领导的中心人物。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
领袖有着密切的合作与共同的学术信念，他们受到
共同的以哲学为主的学术训练，以左派马克思主义
为主要意识形态。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不
仅具有大师级的学术影响力，而且相互之间有着密
切的学术交往。法兰克福学派以“社会批判理论”
著称，这种一致性和连贯性无论是在早期代表人物
那里，还是在被称为第三代学术领袖的哈贝马斯
（Ｊｕ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那里，都一以贯之。哈贝马斯
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的“公
共领域”的概念，为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
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思路。
其次，学派通常包含一个学术的和地理的位

置。就学术位置而言，法兰克福学派取得的成就举
世瞩目，其成员均有自己独特的成就与影响力。在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青年学生运动中，马尔库
塞被奉为新左派的思想导师、精神领袖，人们甚至
将他同马克思、毛泽东并称为“三 Ｍ”。虽然法兰
克福学派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但直到６０
年代中期之后才因马尔库塞的影响力而声誉日隆。
当然，这里的“学术的位置”不应该从其“客观的影

响力”来看，正如今天的学者不能以其明星效应甚
至是“论文引用数”的多寡来界定一样，而是要看其
在一个学术脉络中的独特贡献或相应的定位。
再次，学派应有相应的财政支持。尽管财政支

持只是学派必须具备的外部条件因素，但其重要性
仍然不言而喻。法兰克福学派不仅在学术思想上
享有自由，而且在经济上具有独立性。谷物经营企
业大亨为其提供了慷慨的资助，由此，批判理论家
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行事的空间。即便是在学派
成员流亡美国后，这笔资金仍得以转移至美国，而
且批判学派曾与拉扎斯菲尔德等一批经验主义学

者达成合作，以获得商业性的资助。
最后，学派对自身学术工作有相应的传播手

段。实际上，这一点很难有统一的标准，不仅传播
的范围难以简单界定，而且传播的评价也难以一概
而论。当然，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无疑是成功的，
不仅在学术共同体范围内获得了广泛认同，也为社
会经济政治领域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工具。
由此，在传播学的各种分类中，学派的界定是

一种公众性认知，而范式则是一种理论的系统性界
说。不同学派、不同范式的传播理论对象具有共同
属性，即可以广义地归纳为某个具体类型的传播行
为，但这些方法与流派的方法和立场却千差万别。

二、符号学作为传播学的范式或流派的位置

（一）传播学流派的二分：批判与实证的不对等
逻辑

传播学流派的二分法是指以欧洲为中心的批

判学派和美国主导的实证经验学派。拉扎斯菲尔
德（Ｐａｕｌ　Ｆｅｌｉｘ　Ｌａｚａｒｓｆｅｌｄ）最早意识到两种学派的
分歧。１９４１年，拉扎斯菲尔德组织编辑了一期法
兰克福学派的学刊《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收集发
表了两个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性文章。他本人也
发表了《关于行政管理的和批判的传播研究》（Ｒｅ－
ｍａｒｋ　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　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在这篇文章中，拉扎斯菲尔德
第一次区分了两个学派，并分别命名为“行政管理
研究”（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和 “批判研究”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行政管理研究”指以拉扎斯
菲尔德及其美国同行为代表的“为服务公共或私人
的经营管理机构而进行的那种类型的研究”，也就
是为解决经济或社会问题而进行的研究。这种方
式的研究后来被称为传播学的“传统学派”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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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学派”。拉扎斯菲尔德认为，以阿多诺（Ｔｈｅ－
ｏｄｏｒ　Ａｄｏｒｎｏ）为代表的法兰克福“批判研究”是为
了研究现代社会的一般趋势以及人的基本价值。［５］

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两个阵营在传播学内部开
始正式对峙。１９７７年，英国学者Ｊ．柯瑞（Ｃｕｒｒａｎ）
的《大众传播与社会》（Ｍａｓｓ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拉开了这一序幕。１９８５年，在夏威夷召开
的国际传播学年会以“典范对话”为主题，首次形成
两大学派共同探讨传播学的局面。此后，学界从研
究方法、立场等多个角度比较了美国经验主义传播
学传统与欧洲批判学派的传统。［６］

至此，传播学界的“美国经验学派”主要指以实
证性方法来考察传播现象的社会科学流派，典型的
是由美国学者尤其是芝加哥学派发展而来的传播

学研究思潮。它既是方法论的概念，又在很大程度
上代表了一定的社会观和传播观。不过，这个概念
范畴的方法论背景却并不仅仅限于实证性社会科

学研究。罗杰斯（Ｅ．Ｍ．Ｒｏｇｅｒｓ）对北美实证经验传
播学历史渊源做了清晰的勾勒，他将传播学思想先
驱的崇高荣誉授予查尔斯·达尔文（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ａｒ－
ｗｉ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Ｓｉｇｍｕｎｄ　Ｆｒｅｕｄ）和卡
尔·马克思（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三位欧洲思想家，将传播
学的兴起看作是芝加哥学派直接影响的结果。
因为批判学派并不像北美经验学派那样边界

明晰，它甚至不是一个主动的自我称谓，而是一种
被赋予的立场，如果按照哈维的四个条件看，批判
学派更适合被看作是一种共同持有的立场。陈力
丹认为，传播学批判学派是相对于美国传播学的实
证经验主流学派而言的，它没有特别的衡量标准，
只是依据研究方法、内容、指导思想的差异做大致
的划分。因此，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划分并非是
绝对严格意义上的区分。由此，批判学派概念可以
区分为三个层次，最广义的层次是所有持批判理论
立场的学者，这些学者难以用任何其他的方式进行
归类，这种广义上的称谓并不具有具体的学术意
义；第二个层次在传播学中指以法兰克福学派为起
点的社会批判思潮研究范式，包括英国的伯明翰学
派（文化分析学派）以及美国本土或其他地区对媒
介权利等问题进行批判的流派；第三个层次即狭义
的批判学派，甚至可以等同于法兰克福学派。
虽然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彼此两分，但其关系

可谓是“同源不同流”。经验学派的先驱们充满了
“批判精神”，罗杰斯所说的经验主义学派三大思想
先驱（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是某种意义上

的批判者和挑战者。达尔文因声称人类起源于猿
而遭到谴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被希特勒称
为“犹太科学”而遭到焚毁，马克思则长期在流亡中
战斗。他们的理论既是对以往学术的“批判”也是
对新的范式的建构。
芝加哥学派也吸纳了经验主义的学术方式，其

中，不少学者受进化论的影响颇深。赫伯特·斯宾
塞（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就是其代表，作为“社会达尔
文主义之父”，他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应用至社
会学领域。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将社会与生物有
机体进行类比，他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都
是从这种类比出发和展开的。斯宾塞在达尔文《物
种起源》（１８５９）发表之前数年就提出了社会进化思
想，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规律，受达尔文生物进化
论的影响，将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原则移植到社
会理论之中。斯宾塞提出，社会是一个由相互联系
的各个部分构成的紧密的整体体系，这个体系只能
从其结构运转的意义上去理解，体系要存在下去，
它的需求就必须得到满足。这些体系观开启了结
构功能理论的先河。
受斯宾塞的影响，西美尔（Ｇｅｏｒｙ　Ｓｉｍｍｅｌ）的

研究围绕着社会进化、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生态学
等问题展开。芝加哥学派是西美尔的实验场，他的
《货币哲学》就是对人类社会网络关系的研
究。［４］（Ｐ．６４）

此后，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批判与经验更为复杂
的借鉴与内在联系，即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
和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倡导互动传播的帕洛阿
尔托（Ｐａｌｏ　Ａｌｔｏ）学派通过研究交互行为来反对弗
洛伊德的精神理论、哈罗德·Ｄ．拉斯韦尔（Ｈａｒｏｌｄ
Ｄ．Ｌａｓｓｗｅｌｌ）热衷于精神分析的思考、卡尔·Ｊ．霍夫
兰（Ｃａｒｌ　Ｈｏｖｌａｎｄ）的说服研究在弗洛伊德理论那
里发现了一个间接的基础、西美尔的著作《陌生人》
激励了被誉为“第一位大众传播研究者”的罗伯特
·帕克以及他的另一部著作《团体分支机构之网》
（１９２２）的问世，产生了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可以
说，芝加哥学派与美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关系最为直
接，但他们同时从批判传统中汲取了大量养分。
实证与批判的简单二分对国内学界影响深远，

大部分理论或学术范式都以这种二分的方式展现

出来。符号学因其倾向于质性分析和文本研究，而
且确实为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伯明翰学派等一
些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所使用，所以常常被作为
“批判学派”阵营的方法论之一。如国内较早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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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学方法引介于传播学研究的李彬教授，即将符号
学作为传播学批判流派所持有的一种方法。［７］丁和
根教授从话语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论入手，关注意
义的生成与批判①，《大众传播研究的符号学方法
论》一文是同一时期符号学方法论研究较为突出的
文献。丁和根教授倾向于认同符号学路径的批判
取向并指出，虽然传播符号学不能等同于批判学
派，但与批判学派理论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和共同
的学术取向，进而认为传播符号学不可能弱化甚至
消除批判的意识。
不过，从传播学“实证”与“批判”的简单二分来

看，两者并不构成直接的对立关系。实证作为方法
手段而批判指向立场。比如，批判的对立面更应该
是立场上的“建构”。回到符号学的方法论基础，无
论是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还是皮尔斯奠
基的逻辑修辞符号学，都很难说是“批判”的。结构
主义大潮对控制论以及受其影响的传播基础模型

具有深远的影响。皮尔斯的逻辑修辞符号学则旨
在发展出一门符号逻辑“科学”。符号学被视作一
种“批判理论”，实际上是因为文化领域研究较多且
影响深远，逐渐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作为一种具
有操作性的方法，符号学并不必然具有特定的立
场。近年来，“认知符号学”“精神分析符号学”“生
态符号学”等新兴符号学领域的融合发展更凸显了
符号学作为一种工具性方法论的特质。

（二）传播学三分法及其“元方法”
相比立场化的简单二分，三分或更多的分类传

统能够更多维度地展现传播研究中符号学方法的

特色与定位，而且这些分类在“元模式”上的考察更
具有对方法论和学术范式本质的洞察力。李特约
翰·斯蒂文（Ｌｉｔｔｌｅｊｏｈｎ　Ｓ．Ｗ．）在著名的《人类传播
理论》中提出，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可以归为三类，即
科学的研究、人文的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他将
传播学定性为一门具有交叉特色的“社会科学研
究”。为了更加细致地介绍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李
特约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列举了七大传统，即修辞
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社会心理学、社会文
化、批判理论。但他并未满足于对这七种传统的介
绍，而是寻找一种理论的“元模式”（ｍｅｔａｍｏｄｅｌ，中
文版 译 为 “超 模 式”）来 区 别 不 同 的 研 究 范
式。［８］（Ｐ．１１）

“元模式”展现的是应然与理论范式，而贝尔
纳·米涅（Ｂｅｒｎａｒｄ　Ｍｉèｇｅ）的三种奠基性从不同于
美国学者的视角展现了方法论实然的历时性脉络。

米涅在《传播思想》中归纳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
的三大奠基性思潮———控制论模式、经验—功能主
义、结构主义方法及其语言学应用。在新的思潮面
前，老三论的基本核心“系统论”的局限被凸显出
来。约翰·费斯克（Ｊｏｈｎ　Ｆｉｓｋｅ）认为，信息论是一
种机械性的理论，用来测量某一确定信道所传输的
信息总量，并寻求使这个过程达到效率最大化的途
径。信息论视野中的信息是信号的物理形式而非
意义。［９］（Ｐ．２３５）

其中，第三个奠基性思潮是“结构主义方法及
其语言学应用”———实际上是指索绪尔结构主义符
号学及其２０世纪下半叶在语言、文化与社会的普
遍应用。不过，“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被清楚界定
的“流派”，而是一种具有诸多变化的概括性研究方
法。结构主义对传播学的直接影响来自结构主义
语言学领域的应用拓展，索绪尔（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是将结构主义思想运用到语言学研究的
第一人。赵毅衡先生指出，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结
构主义与符号学实际上是同一运动的两个不同名

称，凡是承认深层结构为系统控制与重组力量的人
都是结构主义者。例如，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
斯特劳斯（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的研究将结构符
号学应用到了人类文明的诸多方面。这位早期结
构主义实践者分析了包括神话学、宗族以及食物准
备等文化现象。他于１９４５年发表的《语言学的结
构分析与人类学》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面的
研究成果运用到了人类学上。斯特劳斯把社会文
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把个别的习俗、故
事、神话看作是“语言”的元素。他对于原始人的逻
辑、图腾制度和神话所做的研究就是为了建立一种
“具体逻辑”。他不靠社会功能来说明个别习俗或
故事，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一种“语言”元素、一种概
念体系。随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
对结构主义的高度重视。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
许多重要学科都与结构主义发生了关系，结构主义
大规模进入各个学科。
米涅教授认为，结构的方法及思想对传播理论

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特别是在以下三个方
面。“首先，从文学文本出发，叙事的结构主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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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丁和根教授的主要传播符号学文献有《后现代与大众传媒的
话语霸权》（《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６期）、《论大众传播研
究的符号学方法》（《新闻大学》２００２年第６期）、《大众传媒话
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
期）等。



首先得到了修正。其次，对视觉信息的分析……使
人们得以跳出严格的语言学传播研究具有的还原

论框架。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艾科从独立于语言学
的符号学来检视视觉传播。最后，话语分析技术使
传播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个领域就是信息化文
献领域。”［１０］（Ｐ．２１）随着传播学及其他应用门类的发
展，结构主义的局限也逐渐显现出来。索绪尔认
为，既然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
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那么作为符号
系统的语言就是共时性的。至于一种语言的历史，
也可以看作是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内部诸成分

的序列，这种把语言事实当作孤立静止的单位对待
的方式被称为“共时性”。共时性把具体的语言行
为（“言语”）和人们在学习语言时所掌握的深层体
系（“语言”）区别开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
统，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
系。在米涅看来，符号学的构想并未取得全面成
功，其原因是符号学家过于局限在对学术性文化作
品的研究中。
米涅提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传播学思潮向

着更为复杂的分化方向发展，这一点在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初现端倪。如埃德加·莫兰（Ｅｄｇａｒ　Ｍｏｒｉｎ）的
《时代精神》（１９６２）、阿多诺与马尔库塞（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ｕｓｅ）开启的批判思潮、格雷戈里·贝特森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Ｂａｔｅｓｏｎ）建立的传播语用学路径、英尼
斯（Ｈａｒｏｌｄ　Ｉｎｎｉｓ）和麦克卢汉提出的技术范式。７０
年代后期，不同传播理论的轮廓更加清晰，而且向
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在三大思潮相互作用和
新的社会生活现实的刺激下，传播（批判的）政治经
济学派、语用学、传播民族志、常人方法学及符号互
动社会学（陈卫星称为象征互动，此处遵循惯例，通
称为“符号互动”理论）等均得到了长足发展。
除上述有代表性的学者外，尼克·史蒂文森

（Ｎｉｃｋ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１９９５）也将传播学的研究大致分
成三种范式。（１）各种批判的范式，“主要围绕大众
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与意识形态和公共领域相

关的问题”，总体上“关注众媒介、民主和资本主义
之间的联系”，如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
派的研究，这些研究“着意于检视在当代社会里各
种媒介已成为一种社会权力的各种方式”；（２）各种
象征和文化的范式，主要是对“受众与媒介文化之
间的关系”进行“阐释”的“受众研究”；（３）媒介影响
的范式，主要“考察媒介本身对我们共同视野的影
响”，如感官的时延伸，经验学派的许多效果理论模

式也属于该范式。［１１］（ＰＰ．２７７～２７９）

（三）国内学界的讨论
国内学者大都接受传播学研究的三分法，较早

的讨论如潘忠党在１９９６年根据传播媒介的功能提
出了探讨媒介与文化之间关系的三种理论模

式———表述模式（认为媒介是表述现实的工具）、传
送模式（认为媒介是传递信息的工具）以及把传播
视为社会交往仪式和文化的生存与再生的模式。

较早引入传播学新的分类观的是陈卫星和胡翼青

两位学者。陈卫星早年留学法国，接受了米涅对于
传播理论流派的看法。１９９８年，他撰文介绍了米
涅教授的学科分类观。① 胡翼青在《传播学：学科
范式与范式革命》一书中从范式的结构维度将传播
学研 究 划 分 为 经 验 主 义、技 术 主 义、批 判 主
义。［１２］（Ｐ．１８３）这一划分分别对应着李特约翰秉持的
科学的研究、人文的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其中技
术主义的兴起是他关注的焦点。
陈力丹肯定了传播学研究三分法的重要性，并

且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微调。他认为，斟
酌用词，“批判学派”之说难以显示出所指学派的方
法论特征，概括得过于笼统，而“结构主义方法论”

体现不出该学派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即追究表象背
后的权力因素，“经验主义”亦没有完整地表现出这
个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技术主义的理论来源可以追
溯到“三论”，特别是控制论。出于以上考虑，陈力
丹认为，应使用“经验—功能”“技术控制论”“结构
主义符号—权力”这样的表述，从方法论的角度将
传播学研究划分成三个学派。［６］陈力丹对结构主义
符号学的处理侧重批判论研究，但将技术控制的麦
克卢汉学派单独另列，强调其与批判或经验的方法
之不同。对此，赵毅衡教授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认
为麦克卢汉的研究符合“符号学”精神，“麦克卢汉
的看法之所以震惊世人，是因为媒介与传播研究，
一直被视为社会学领域的实证科目。用艺术符号
学的方式进行探索，就意味着放弃逻辑推理式的话
语和研究方式……应当说，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姿
态，符合符号学的精神”［１３］（Ｐ．１２９）。在刘海龙的三分
类中，用“诠释经验主义”涵盖符号学等方法强调了
这类方法的“非批判”人文性。根据他的分类，麦克
卢汉的传媒理论似乎可以归于诠释经验主义，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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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卫星《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载《国
外社会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１期，这些观点此后还见于其《传播的
观点》及在清华大学的讲座记录文献中。



赵毅衡的看法不谋而合。众所周知，媒介环境学派
并不进行数理统计或实验，而是通过“发现”媒介对
文化的主导性作用，从而建构媒介的文明史观。从
这个角度上说，媒介技术学派并不是停留在对技术
内在规律的关照上，而是对技术与文化（意义之维）
的关系进行解读。一种解读，自然可以被称为诠
释；而一种不通过数理实证方法进行的解读，自然
可以归类为诠释经验主义的研究。在这一分类指
标下，麦克卢汉的研究更接近符号学研究，而非“技
术主义”传统。
在前两种分类中，客观经验主义是自然科学及

其数理逻辑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延伸；诠释经验主义
的本质是“意义”的建构与解释，等同于广义的符号
学传统———其研究对象在于“意义”的建构（解释本
身就是一种建构）。批判理论的划分方式再次回到
了立场主导问题上，若就其方法论来看，是诠释经
验主义范式，也是一种符号意义的研究方法。

三、传播符号学媒介观与方法论的
实践维度：媒介、文本与文化

传播学的分类方法多种多样，但还有一些学者
就“符号学”与传播学本身的关联展开讨论。施拉
姆（Ｗｉｌｂｕｒ　Ｓｃｈｒａｍｍ）在《传播学概论》中辟专章写
“传播的符号”，并指出“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
素”。［１４］（Ｐ．６１）符号学在经历三代学人并发展出四种
典型模式之后，近３０年来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是
与当代传媒诸现象的结合。法国学者皮埃尔·吉
罗认为，传播学与符号学从某些方面来说是“同义
语”。
约翰·费斯克在列举了传播学的诸种模式后

指出：“我们迄今所考虑的各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
上强调了传播的过程性。他们都假定传播是从讯
息Ａ到Ｂ的传递。因此，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媒介、
渠道、转换器、接受、噪音以及反馈，因为这些都是
与讯息的发送过程相关的术语。”［１５］（Ｐ．３３）据此，他将
其称为“注重研究效果的过程学派”，同时，他将注
重研 究 “意 义”的 研 究 范 式 称 为 “符 号 学
派”。［１６］（Ｐ．ＸＶ）费斯克的这一区分既凸显了“符号学”
在传播研究中的重要性，也将符号学与传播学之间
的区别和联系展现得非常清楚。
作为“意义学派”的“传播符号学”具有非常强

的延展性，而且对传播学理论范式的提升起到了重
要的互补作用。众所周知，尽管符号学与传播学的

理论逻辑联系密切，但两者在百余年的学科发展进
路中，发展路径截然不同。符号学的学科化始于索
绪尔１９０７～１９１１年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
学》课程，他以语言符号为对象系统阐述了结构主
义符号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传播学始于１９０５年布
莱尔在威斯康星大学开设的新闻学课程。符号学
擅长理论模型的架构，而传播学通过借用多学科的
资源来解决社会网络中存在的问题。索内松
（Ｇｏｒａｎ　Ｓｏｎｅｓｓｏｎ）将符号学界定为“因特定的视
角”而建构的学科，并以此区别于因特定研究对象
范畴而成立的学科。［１７］（ＰＰ．２～３）

从文本的广度和跨度展现传播符号学的理论

与操作维度看，当代符号现象的自由“无限衍义”构
成了“网络文化符号元子汤”［１８］，新的符号样态与
意涵涌现于符号理据与规约性的博弈中。当今符
号学涉猎的跨度极大的文本折射出作为“世界观
式”［１９］的“传播意义学”的本体论色彩，并为传播学
的基础概念提供了再审视方案。这种意义本体论
的理论探索及其在对象文本中的检验，包括对传播
学与符号学融合发展理论的重要探索。以四川大
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团队为典型，这一探索试图
展现两个学术史各异的学科在学理上的融通与范

畴的交集。从一个形而下的实用角度看，首先，符
号学被视为“意义之学”且在哲学化［２０］、理论化的
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但传播学可以从“玄学”的位置
落实于具体的传播现象，而传播学可以从符号学处
提升学科的学理性；其次，符号学基于“视角”的诠
释性方案与大众传播时代兴起的信息论控制论主

导的方案形成了恰到好处的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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